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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
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也与蒋介石无关。
当年 12月 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 19人联
署的《时局通电》即称：

绥东抗战，群情鼎沸，士气激昂。当此
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

发动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

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1]442。
结论是：蒋介石“误国咎深”。同日，张学良致孔
祥熙电云：“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
对于抗日，只字不提。”[1]443这些地方，张学良都在含
蓄地说明，蒋介石对绥远抗战态度消极，继续实行对

日妥协政策。1985年，薄一波在为《傅作义生平》一
书作序时更进一步声称：

1935年开始，日军嗾使满蒙伪军进犯
绥远。傅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
召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抵抗侵略的鼓舞下，

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
的反动主张，于 1936年毅然进行了“绥远
抗战”①。
薄一波的这一段话，比张学良说得更显豁，意在

说明，傅作义发动绥远抗战，其动力来源于中共“团
结抗日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抵抗侵略的要求，是“不
顾”蒋介石“反动主张”的结果。
关于绥远抗战的真相，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

开、大陆学者杨奎松均有很好的揭示[2]467- 497；145- 168。我
本人也曾指出：绥远抗战，“实由蒋介石、陈诚等所部
署。”[3]414现撰此文，就绥远抗战真相作一深入论证。

一、日本关东军扶植傀儡军侵扰绥远，企图拉拢
傅作义成为新傀儡

日本在制造“满洲国”之后，又进一步推行“分离
中国大陆”的蚕食政策，企图侵略中国的华北和西
北。在华北，日本侵略者从推行“华北自治”发展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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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华北分治”。早在 1933年 10月，日本承德特务机
关长松室孝良即提出《关于蒙古国建设之意见》，主
张三年内在长城以北的西部内蒙古建立“蒙古国”，
以利于未来对苏作战[4]449- 464。1936年 7月底，日本陆
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确定《帝国外交方针》，规
定“首先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以便
取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使整个中国反对苏

联，依靠日本[4]368- 369。8月 11日，在《第二次处理华北
纲要》中规定，要“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主的分治
政治”，意即加紧培育、支持华北地区的亲日地方分
裂势力[4]368- 369。在此前后，“绥远工作”即成为关东军
参谋部的重要谋略。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为此
起草了《绥远工作实施要领》。9月底，关东军司令官
正式批准了这一《要领》。该文件规定，由日本特务部
队组成“谋略部队”进犯绥远，伪蒙军随后发动进攻，
一举占领绥远[5]112。
当时，在绥远地区的亲日地方分裂势力的主要

代表是德王。德王（1902—1966），全名德墨楚克栋鲁
普，察哈尔正白旗人。父亲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
长，兼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他于 6岁时继承王
位。曾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1931年冬，日本关东军
林铣十郎、松井石根等致函德王，介绍日本特务世目
到德王处担任联络员，得到德王掩护，冒充喇嘛，长

期埋伏。1932年，德王打出“团结蒙古各阶层，复兴
民族”的旗号，在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要求“内蒙高
度自治”。1934年 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
（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掌握实

权。同年夏，日特盛岛角芳到百灵庙，代表关东军向
德王赠送步枪 2千支。不久，又赠送飞机 1架。次年
9月，德王向来访的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
提出，建立“蒙古国”，要求日本帮助。11月，德王到
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等会
谈，策划“日蒙合作”。德王提出，希望日本帮助，先在
内蒙搞出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实现蒙古统一建国。板
垣答应，先在内蒙西部搞“独立”，然后再建立“蒙古
国”。德王返旗后，即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于
1936年 2月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当年 4月 24
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蒙古建国会
议”，企图在未来建立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的
“蒙古国”（大元国）。5月 12日，在化德（嘉卜寺）成
立“蒙古军政府”，德王自任总裁。
绥远地区亲日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另一代表人

物是李守信。李守信（1892—1970），蒙族，出生于内
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原为“拉杆子”的土匪。
1933年，被关东军任命为“热河游击师司令”，同年
李部被改编为察东警备军，李仍任司令。1935年 12
月，李守信的伪军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迅速占领察

哈尔东部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
德、崇礼等 8县，同时完全控制察哈尔东部的正蓝、
厢白、正白、厢黄、商都等 8旗，并在张北建立伪军司
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1936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
县城，完全控制察北。1936年 2月，德王建立伪“蒙
军总司令部”时，李守信被推为副总司令，兼军务部
长。在其后的“蒙古建国会议”上，李是五人主席团成
员之一。伪“蒙古军政府”成立时，李任军政府参谋部
长，兼总裁帮办。他积极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编为两
个军，号称“蒙古军”。李兼任第一军军长。所需军费、
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提供。上至军部，下至连队，多
配备日本顾问或指导官、教官，称为“监军团”。
除支持德王等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培植、豢养傀

儡军队外，日本军方也企图拉拢当时的中国绥远省

省长、阎锡山晋绥军的重要将领傅作义，使之成为亲
日派。
傅作义出生于山西荣河。1918年自保定军校毕

业后，即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历任师长、军
长，与阎锡山关系深厚，是阎系晋绥军能攻善守的大

将。1936年春，日本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会见
傅作义，劝傅脱离阎锡山独立。同年 7月，羽山再次
会见傅的代表，声称绥远处于“满洲国”和中国共产
党的双重威胁下，“事态紧急，绥兵力如此单薄”，“请
问中央帮助为何，山西帮助又为何，恐傅个人结果，

徒供牺牲利用而已”。羽山称：
我之意见，并不要傅签订任何协定，亦

不必有所表现，只要傅自主，不受山西支

配，自编军队，自管财政，我可以死保证，日

本协助械款，彻底携手。否则我们免不了借
解决外蒙力量先拿来对付绥远，到那时不

但地位完全牺牲，且以此少数军队不值一

打，结果与汤玉麟相等，连国内虚名，亦未

必得到，岂不贻笑大方！此系最后忠告，希

望特加考量[6]。
羽山保证，此事将严守秘密，只有关东军司令

官、参谋长，羽山及傅作义知道。傅作义派人回答说：
“绥省防共、睦日，系遵照阎主任意旨，在此两原则

杨天石：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19· ·



晋阳学刊 2012年第 4期

下，永久努力为东亚和平及两国国家前途着想，谈不

到个人之得失利害。羽山专为个人打算，似不知如为
两国家整个设计，尤为切要。”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8月 6日，日本特务盛岛
角芳利诱大喇嘛曼头伊喜登等人，进攻西公旗石王

王府，企图占领当地，储械匿兵，修筑飞机厂，以备在

绥西发动扰乱。19日，日本驻德王府特务长田中隆
吉会见傅作义，声称在西公旗事件中，有日人 5名被
监禁，关东军翻译被枪杀，并有污毁日本国旗，掳去

许多财物等事。田中表示：关东军方面“认为问题严
重，如不适当解决，恐将引起战争”。次日，田中再来，
要求将大青山以北，归绥县治以外的草地划归蒙人

治理，如不允，即爆发战争[7]。25日晨，羽山喜郎会见
傅作义，提出五项要求：1、向板垣面述歉意；2、保证
以后不再有此类事；3、抚恤李姓被戕翻译；4、放还所
扣汽车；5、约定双方对此事均不发表。傅作义表示：
如关东军正式向我提出，我不但加以拒绝，并要提出

反质问，为何蒙旗事件会有贵国人参加。他要求此后
日方保证，蒙古土匪事件，日人不再参加。当日下午，
板垣征四郎来见傅作义，对傅表示，某旗事，不无误

会，余甚抱歉。之后，板垣说了一通大道理：
中日两国必须亲善，殆为一致之认识。

如中国政府能整个作到甚好。否则日本为
维持本身国防，不能不使内蒙古及华北五

省作到亲善安全地步，才能安心。我们前对
俄，后防尚有顾虑，那是决不容许的，所以

在此有关利害之地带，不分何地，不论厚

薄，凡与此目的相同而合作的，我们绝对帮

助，否则我们绝不放弃责任。但是我可特别
声明，日本对华北蒙古，绝无领土野心，亦

无助甲倒乙，助长中国内乱的意思。
傅作义说：“中日亲善，为两国家应共同勉力问

题，但余之主张，必须两个国家互相去作，方能发生

力量，否如一部分来作，不但不能发生力量，且势必

会引起种种纠纷，于事无益。”[8]据后人回忆，此次会
谈中，板垣曾要求傅作义出面领导“华北独立”，被傅
严词拒绝[9]119；183。

10月中旬，田中隆吉转托留日学生、前东北军
师长郭殿屏会晤傅作义，说明日军用兵在即，再次动

员傅与日本合作。郭称：
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

对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

绥省对此种种作梗，日为贯彻国策计，不惜

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傅之环境困难，日

人素所同情。在日本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
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

忌之空气。
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

惟德才能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
作，则内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

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时傅之决心如
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10]。
与此同时，关东军也直接派西峙会晤傅作义，所

言与郭殿屏大体相同，西峙称：“日本取绥，决不用
蒙、满军队。绥省工事，只相当于欧战末期，恐不足当
日利器之一击。”傅作义答称：“绥省立场，向遵中央
意旨，睦日、防共，始终一贯。余所希望，为两国国交
进步，共负东亚和平，谈不到个人，而个人尤无款械

之需要。绥方此时不排日，更不愿惹事，但对侵害，则
决自卫。”[10]

关东军一再拉拢、策反傅作义，傅作义报之以各
种软钉子和硬钉子。在此状况下，关东军决定利用德
王及李守信等傀儡军队。

11月 5日，德王致函傅作义，声称自蒙政会成
立以来，“锡、察两盟及白灵庙一带之无辜蒙民，具感
生活之重大压迫，似此情形，是贵省必欲将全体蒙古

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
现在蒙古已退无可退，群欲诉诸武力，以争最后之生

存。”他要求绥远省改正“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
误”，“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
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任何事变，其责任皆当由贵省负

之也。”[11]11月 8日，傅作义复电德王，批评其“于各
案之是非尚未明了”，询问其“是否以国家为前提”。
电报以极为谦和的口气声称：“盖今日边土安危，责
在执事而不在义，执事如翻然摆脱现状，不作傀儡，

翻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兄

前，并立辞职，以谢国人，否则不但四万万胞众对兄

怀疑，即执事左右，亦难保不作爱国之事。刻所馨祝
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使执事有负

于国。时迫事急，执事熟思而利图之。国家幸甚，边防
幸甚。”[12]傅作义的复电承担此前蒙汉矛盾的责任，
口气极为谦和，但是，德王的回电却蛮横粗暴，指责

傅电“仍不改正其欺侮蒙古之态度”，声称“和平绝
望”，“当令适在此间之各蒙旗长官及代表，妥筹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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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处之道，则谓绥远省既始终妨害蒙古之生存

发展，蒙古只有以全力打倒该省之一途。”电报表示：
“鄙人等身为蒙人，义不容辞，用特简率蒙古健儿，即
日动员义师”，“只求铲除久为蒙患之贵省，”“倘有顽
强抵抗者，则必根本扑灭之。”[13]

11月 14日，在日本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
率领下，王英部 2千余人向绥东战略要地红格尔图
推进，企图进一步夺取兴和、陶林等地。王英部号称
“大汉义军”。是关东军长期培植的“谋略部队”，以
“铲除”蒋介石为首的“恶势力”，“融中日于一炉，化
两国为一国”相标榜[14]。15日，王英部在飞机掩护、山
炮配合下猛攻红格尔图。绥远战争由此爆发。

二、安内与攘外并进，蒋介石一面处理两广事
变，一面指示阎锡山进击日本傀儡军

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广地方实力派长期保持对

南京国民政府的半独立状态。1936年 6月 1日，广
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结合，以抗日为名，
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进军湖南，反抗以蒋

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史称两广事变，或六一事

变。同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以武力打击陈
济棠的粤系和李、白二人的新桂系，统一两广。7月，
陈济棠因所部陆军、空军先后投顺南京，心灰意冷，
于 18日离穗赴港，淡出政坛，李、白二人则扩军备
战，坚持反蒋。7月底，蒋介石得到情报，日本军方于
29日在天津开会，决定于 8月 8日在中国南北同时
动员。南方，以桂军进攻广州；北方，以察北伪军进攻
绥远；这一情报使蒋介石提高警觉。他一面调集兵
力，准备进攻广西，一面则加强对华北日军的戒备，

指示阎锡山出击伪军。
绥远兵力薄弱。7月 31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

指出日本的对华传统战略、政略“为蚕食，为局部”，
“其最近目的在绥而不在晋，”督促阎锡山从速向绥
远增兵 5师。电称：“否则至下月中旬，绥远必非我
有，山西亦将不保矣。”[15]8月 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
提醒自己：“倭寇扰乱绥远。”[16]8月 3日、4日、5日，
他 3次致电阎锡山，督促其“增援绥远”。4日，又致
电傅作义，告以德王及李守信等部活动情况及侵绥

计划，要傅“察核防范”[17]33- 35。此后，蒋介石不断致电
阎锡山，要他“火速增援”。6日，蒋介石再次电阎，强
调援绥对于保卫华北的重要性，再次提出增兵 5师
要求，电称：“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

亡，全在此举。务恳增兵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
危局。”[17]458月 9日，则进一步催促阎锡山“向绥东出
击”。他在第二天的电报中解释说：
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

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

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麇集所在

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

打击后即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

不敢轻来矣。此为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
计[17]67。
从这一段电文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不满于增

兵固守，而是要求主动进攻，击溃伪军主力，永绝后

患，保卫国土安宁。
傅作义的晋绥军有战斗力，但装备落后，没有打

过现代化的战争。为了加强傅军，蒋介石特命第 25
师师长关麟征，将该师 2公分小高射炮，连同器材、
官兵，掩护部队全部调往绥远。他并以长电告诉阎锡
山，要他转告傅作义，该炮用于打飞机不如用于平射

“唐克车”（坦克车），可将该炮置于敌方坦克前进的
必经之途，四周挖掘深长壕沟，使敌军坦克无法进入

我军阵地。他并要求我军“多加演习，尤应熟练夜战
与训练出击、突击等技术及胆量，多设独立战斗群，
互相策应，形成正面之纵深犄角配备，使其进入我阵

地之内，受我重重包围，四面制射，不能脱离我掌握

之中”[18]。
绥远邻近山西，绥远不保则山西危殆。陈诚于

1936年 3月到太原就任“第一路剿匪军总指挥”，曾
对阎锡山说明保卫绥远对保卫山西的意义，“与其守
于内，不如战于外，”因此阎对增援绥远，保卫山西有
积极性[19]，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予财政拨款，以便

修建工事。南京国民政府随即拨款 6百万元，以 3百
万修筑绥远永久工事，3百万元增强山西雁门关一
带工事，并留下原到山西剿共的汤恩伯部，协助晋军

兴修汽车路。但是，阎锡山深知，德王和李守信等伪
军的后盾是日本关东军，因此对增兵和出击都有顾

虑。为了解除阎锡山的顾虑，蒋介石曾两次转告日方
态度。8月 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称：川越茂间接
表示，绥远即使发生冲突，但日本中央军部决无令日

军参加作战或入侵绥远之意。蒋介石将这一消息转
告阎锡山，目的在解除其顾虑，促其出击。但是，阎仍
然顾虑重重，行动迟缓。9月 13日，蒋介石日记云：
“阎锡山对绥远工事，今始着手，难怪倭寇之轻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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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今犹可补救。余应如何使国内犯有阎氏之病者，能
及早觉悟耶！”[20]

三、两广事变解决，安内有成，蒋介石重点对日，
准备抗战

对于新桂系，蒋介石采取两手策略。一面调集顾
祝同、陈诚、何键及原陈济棠原属余汉谋部紧逼，做
出四面围攻的姿态，一面则派程潜、居正、朱培德、刘
斐等人来往说和。9月 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
平通电，宣称，“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
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16日，李宗仁、
白崇禧在南宁分别就任广西省绥靖主任及军事委员

会委员职务，17日，李宗仁等飞抵广州，会见蒋介
石。至此，两广事变最后解决。
还在两广事变有望和平解决之际，蒋介石就决

定取消原定的对广西的作战计划，专力对日。9月 12
日，他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从新计划

以飞机轰炸军舰的特种训练，电称：“对桂作战计划
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17]437两广
事变解决后，他的这一决策更加明确。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与日本驻华节就四川成

都和广西北海发生的日人被殴、被杀事件进行谈判。
9月 1日，谈判一开始，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就对中
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表示：“问题在贵方是否
有调整国交之决心，若贵方无调整国交之决心，一切

自听尊便，否则须及时努力。”[21]672川越的态度表明，
日本并不想讨论具体事件，而要上升到两国关系的

大原则，达到更大的侵略目的。
9月 8日至 10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兼驻华大
使馆一秘须磨弥吉郎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多项

要求，如：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在华北设立特
种制度；3、彻底禁止“排日”；4、政治、军事各机关聘
用日本顾问；5、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关税；6、
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7、成都开埠，中日合
作开发四川经济等[4]243- 246。日方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在
22日以前对上述各项要求给予明确答复。15日，张
群与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开始会谈。张群主张
先谈成都事件，川越则提出修改排日教科书、解散一
切抗日团体等 3项要求[22]。张群表示，中国的排日行
为乃日本侵略行为所引起，中国方面可以自动办理，

日本方面不能作出要求。川越旋又提出，须先解决若
干政治问题，才可商谈成都事件。他提出的“政治问

题”共 7条，与须磨总领事提出的大体相同[23]690- 892。9
月 23日，川越又向张群进一步提出 5项要求：1、日
本在长江各地有驻兵保护日侨的权利；2、扩大华北
缓冲区域，华北五省自治；3、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
货关税；4、开通中日航空；5、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
取缔排日宣传与活动[24]993。在谈判中，张群指出，日本
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之政权”，
“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之余
地。”[22]他针锋相对，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 5项条
件：1、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
3、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4、华北日军及日机
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5、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25]456。
川越拒绝讨论，要求张群撤回。同时，日本海军命令
在汉口、宜昌等地的日侨撤离中国，做出不惜一战的
姿态。
日方的苛刻要求和横暴态度使蒋介石极为愤

怒。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态横暴，实难久
忍。”[26]24日，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倭使川越与我外
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而彼只有片面要求，不

许我提条件也，是可忍，孰不可忍。”[27]这些日记表
明，蒋介石虽然以“忍耐”见长，但是，他已经忍无可
忍了。26日，他决定召何应钦与高宗武到庐山，讨论
对日谈判：第一步向日方提出：“解决满洲问题，取消
塘沽、上海协定，”然后再言其他。
还在 9月 17日，蒋介石就致电军政部长何应

钦，命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17]485。24日，再电何
应钦称：“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
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
要。”[17]其后，他转令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等
人，拟具抗战方案，同时电令上海市长吴铁成等，积

极戒备，以防不测。这一时期，蒋介石所做与日本开
战的准备还有：要求财政部长孔祥熙，将上海现银、
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要求在武汉的陈诚，拨

支汉口巷战材料费 3万余元，加紧修筑工事；致电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河南省主席刘
峙、空军周至柔等人，告以外交谈判濒于破裂的情
况，要他们“准备一切”。“准备”什么？自然是应对日
军全面入侵。其 24日日记云：“以倭寇之横逆，决不
能避免战争，而倭寇未料及启衅以后，决无谈和之

时，非我亡即彼亡也。”[27]25日，他与王世杰、吴鼎昌
讨论对日外交，认为日本此时虽还不敢和中国进行

正式战争，但中国必须早日准备“整个之计划”，“如

·晋文化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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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耳。”[17]和日
本开战是大事，蒋介石一时还难以下定决心。9月 25
日，他反复思考，觉得非万不得已，，还不可放弃“忍
痛一时”的决心，对日外交，可以“和缓”，但不能“屈
辱”。

10月 8日，蒋介石与川越见面。川越声称：中日
两国关系深切，应该“互维互助”，谋求东亚局势安
定。蒋介石则表示：“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
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间的一切问题，
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

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对于
近期发生的成都、北海等事件，蒋介石表示，中国政
府将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与川越分别时，蒋介石郑重
表明：华北的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21]675。

10月 9日，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
准备。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
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了一份计划，由张治中、黄
绍竑率领 4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
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28]。

四、主动进击，蒋介石决定收复百灵庙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确定的方针

是：“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29]这就
是说，既要准备抵御敌人的进攻，又要争取主动，掌

握作战的主动权。
10月中旬，蒋介石得到情报，日军拟进犯绥远，

即派陈诚飞太原，与阎锡山商定，中央派兵 15万人，
与晋绥军合成 30万人，抵抗日伪军进攻。同时相度
时机，收复百灵庙及察北的商都、张北等日伪根据
地，粉碎其吞并西北的梦想[30]252。10月 21日，蒋介石
命令阎锡山，抢在敌人之前，在一星期内由绥远东

进，攻击察西伪军，彻底粉碎其占领绥远的企图。电
称：“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
当不出下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

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 他提
醒阎：“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交通完成，
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31]4210月 26日，蒋介
石在西安电询阎锡山，进攻察西伪军计划能否实行。
28日，他决定在绥远增加中央部队，以形成对华北
日军的胁制之势。30日，蒋介石确定首先进攻绥北
重镇百灵庙。
百灵庙是当时绥远北部的政治、经济和佛教喇

嘛活动中心，也是通往甘肃、新疆和蒙古等地的交通
要道，处于万山环抱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
军企图在此建立“大元国”，设有特务机关，修建有飞
机场，德王在此驻有重兵，进攻红格尔图失败后的王

英残部也退守此地。11月 1日，蒋介石下定对日作
战决心。日记云：“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
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不宣备之。”[32]11月 2
日，蒋介石将进攻百灵庙的计划电告阎锡山，要求阎

精研轻重之势，斟酌利害得失，然后秘密报告。
为了解除进攻百灵庙的中国军队的威胁，蒋介

石于 11月 2日派陈诚先期赴宁夏，拔除日军在当地
的据点定远营（今巴彦浩特）[31]107。定远营是蒙古族王
公达理札雅的驻在地，位于宁夏西北，为绥远的侧

背。日军企图利用达王在当地建立“大夏国”，经营多
年，设有特务机关，建有大型空军根据地，并且囤积

了大量军用物资。陈诚到达宁夏后，即召见达王，晓
以大义，喻以利害，要求他毅然、决然，为国效忠。达
王表示：“年来备受日人的气，只怕因局部的纠纷，遗
国家以大患，所以隐忍未发。现在只要中央有整个的
计划，我可以马上把定远营日人解决。”陈诚当即保
证中央的抗日决心，并满足他的接济款项及弹械的

要求，同时派遣中央军队协助。达王回到定远营后，
即不动声色，将当地日人完全驱逐[19]。11月 8日，陈
诚携带达王函件飞返洛阳，向蒋介石汇报。同日，致
电达王，加以鼓励，电称：“现值我国内部统一之后，
一切均有基础。敌人对我边陲之压迫，虽日觉嚣张，
但我已有种种之准备与牺牲之决心，最后胜利终属

于我，此正我辈青年立功报国之时也。诚虽愚鲁，甚
愿与兄共勉之。”[33]9816日，关麟征师进驻定远营，蒋
介石致电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要他派蒙藏会人员

会同关师所派人员前往额济纳旗，慰问该旗王公及

民众。同时致电关麟征，指示他对该旗王公，“应特别
敬重联络，”馈赠手枪、步枪、子弹与食物。
收复定远营，解除中国军队的侧面威胁，蒋介石

觉得时机成熟，于 16日致电阎锡山，要他命令傅作
义积极占领百灵庙，相机进取商都，电称：“对外交决
无顾虑，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

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31]227他指示张群，可发表正
式声明或间接宣传：

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

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军以保护主权
与领土之职责所在，决不容蒙伪匪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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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察省之内，自当不顾一切，对蒙伪匪残部

抱定彻底消灭之决心[31]223。
就在蒋介积极布置，准备收复百灵庙之际，日军

指挥王英匪部于 11 月 14 日向红格尔图推进。15
日，伪军在飞机、山炮掩护下猛攻红格尔图，被傅作
义部击溃。16日，伪军 3千人再犯红格尔图。
军情紧急，蒋介石于 11月17日下午飞抵太
原，行前决定向阎锡山说明利害，如不向蒙伪军出

击，晋绥永无宁日。在飞机中，蒋介石决定，主攻百灵
庙，佯攻商都。当晚，蒋介石与阎锡山商谈反攻计划，
仍感散漫无序，非常感叹。当日，蒋介石决定命中宣
部发言人发表谈话：1、一独立国家，其国家之主权，
无论对内或对外，必须充分自由行使；2、中日交涉
关键所在，完全系乎日本方面。最近匪军大举内犯，
边氛日亟；3、今日绥察之问题，极简单明了，来犯者
不论其为伪为匪，或其他任何势力，同为国家民族不

共戴天之大敌，于此应付之方，惟有迎头痛击，惟有

根本剿灭[31]231。显然，这一谈话所警告的不仅是德王、
李守信等人，而是敢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势力。

18日，蒋介石在太原与阎锡山及各将领见面，
说明对蒙伪非出击不可的利害关系，决定出击计划。
当日晚，蒋介石返回洛阳，连续 3电周至柔，命他立
即派遣侦察轰炸机一大队、驱逐机一大队到太原，准
备飞绥东作战。19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以我军
出击日期越快越好，空军 3日内即可在洛阳准备完
毕，随时可以候令飞绥作战。
进攻百灵庙就有同日军全面作战的危险。当时，
蒋介石已做好思想准备，如日方干涉，即与之破裂。
他指示张群，做好与日方破裂时的一切准备手续。此
后，蒋介石多次电询阎锡山、傅作义，询问出击准备
何时完成。21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称：

对商都与百灵庙二地，无论为正攻，或

佯攻，皆以同时并攻为宜，并须准备充分兵

力，而炮兵阵地应预备敌之坦克车载我侧

背抄袭，故炮兵掩护阵地与掩护部队尤应

充实。若能利用夜袭，出其不意，则成功之
胜算更大，务严令前进部队之行动特别秘

密与迅速也[34]。
同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绥东战事纯系中
国国内事件，与日本无关。纵使有日本人民参加蒙军
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

不相涉。”但是，该发言人又表示：日政府对内蒙因反

共而起之任何防御行为表示同情，并祝其成功。蒋介
石见到这一报道后，立即转告阎锡山，认为日军不敢

加入作战，我军应即照预定计划迈进。其后，蒋介石
又致电傅作义，询问原定 24日进取百灵庙，部队是
否已到该地作战，抑或正在由绥远向该地前进中，希

望傅详告进攻日期与时刻。当日，各部进入攻击位
置。
大战在即，阎锡山心中仍然无底，于 23日致电

蒋介石称：“日以必得綏遠、雁北為旨，恳再备五万人
驻扎应战。”蒋介石立即复电：“弟已尽量集结兵力，
准备一切，请勿念。”[35]同日，傅作义电告蒋介石，我
袭庙各部队已开始行动。但是傅作义又告诉蒋介石，
据蒙民云，昨有汽车百余辆，满载军队，在该庙北四

十余里之草地住过，向百灵庙开去[36]。蒋介石也立即
回电打气：“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
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
悬念。”[36]字里行间，透露出蒋介石对前线战况的强
烈挂念。
当夜 11点，傅作义以所部孙长胜、孙兰峰为正

副指挥，按照蒋介石的“夜袭”指令，向伪军发起猛烈
攻击。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亲自持刀督阵，傅部
前进受阻。傅作义命孙兰峰孤注一掷，勇猛冲击。激
战 10小时，肉搏 7次。24日上午 8时，控制飞机场。
盛岛角芳及伪蒙军第 7师师长穆克登宝扔下部队逃
跑。9时半，中国军队胜利收复百灵庙。此役毙伤敌
军 700至 800人，俘敌 300余人，缴获迫击炮 3门，
重机枪 5挺，步枪 400余，弹药及军用物资无数 [37]。
阎锡山、蒋介石先后通令奖励。
百灵庙之捷沉重打击了伪蒙军。金宪章、石玉山

等部傀儡军纷纷反正。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
等通电表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保全国家领土完
整。”[38]乌蒙达尔罕旗亲王云端旺楚克等表态，誓率
蒙旗全部健儿，“追随傅上将军之后，守土安边，共同
御侮。山河可变，矢志靡他。”[39]

收复百灵庙，傅作义的晋绥军是主力，但是，中

央军的作用也不能忽视。陈诚后来说：“此役中央军
参战的计有四个师，但因当时中央军都换用了晋绥

军的番号和旗帜，所以报上的记述，只有晋绥军而没

有中央军的名号。中央军每一个官兵，都很了解抗日
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什么出风头的事，所以虽然用晋

绥军的番号旗帜，都一样的拼死效命，相率与友军协

力进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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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8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
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

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
非议。”又称：“中国国民爱好和平，我政府本自存共
存之政策，亲仁睦邻，调整国际关系，以期对于世界

和平有所贡献。惟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
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

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

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也。”[31]322- 324这里所称“第三
者”，虽未点名，显然指的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
多年以来，中国外交官在洋人面前忍气吞声，这次终

于说出了代表中华民族尊严的硬气语言。30日，蒋
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纪念周，发表演说称：

“百灵庙之收复，足使全国人心振作，士气发扬，并
使全国军民确知吾人只须全国统一，共同一致，决

心奋斗到底，必无丧失寸土之理。故百灵庙之收复
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

关键。”[31]328- 329

五、蒋介石要求扩大战果，进一步收复商都等地

商都位于绥远省中部的阴山北麓，元代为蒙古

族游牧地，清代设商都牧场，民国初年设县。日军入
侵绥远后成为伪蒙军的根据地。百灵庙收复后，蒋介
石派陈诚到太原、归绥，和阎锡山、傅作义商量，如何
跟踪追击，进一步收复商都、南壕堑、张北等地，以便
捣毁匪巢，彻底消灭伪军。25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
称：

辞修兄谅已到达。对出击商都计划，能
否于明日轰炸商都时同时实行，俾易奏效，

无论商都占领或放弃，但以中意，商都之匪

巢不能不铲除净尽，如不便驻守，则占领时

即行焚毁，再令撤回绥境亦可，否则绥边仍

不能久安，又对于南壕堑匪巢，亦应同时扫

除也。何如？盼明晨以前复示为盼[41]229。
陈诚到太原后，得知阎锡山担心所在，一是惹起

中日战争，要求中央在外交上先有布置，有整个作战

计划，同时须与宋哲元一致行动；二是如进攻失败，

将引起金融危机，导致晋钞贬值。陈诚向蒋介石及何
应钦建议，出兵察北，应以中央军为主体，同时帮助

山西和绥远解决困难[33]100。28日，陈诚与傅作义联名
致电蒋介石与阎锡山，陈述意见称：

若我已有整个对日作战之决心，则以

最近敌我形势比较，我军精神上、兵力上均
占优势，正宜乘胜进击，立于主动地位，急

占商都、南壕堑各要地，即张北亦应同时占
领之，先将匪伪击溃，纵将来匪、日军相继
增援，来则痛击，方能获得逐步各个击破之

效果。但若政略上目前尚无直接冲突之必
要，则军事上即应适可而止，迅用外交等手

段，藉求告一段落[33]101。
陈、傅等提出，如我军转入攻势，自以愈速愈妙，
飞机轰炸亦须与总攻击配合进行。29日，蒋介石复
电陈诚，声称“中所希望者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商都
匪巢与南壕堑之匪若不占领扫除，窃恐绥东不能安

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外交问题自当作
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题，即进占

张北时，倭寇亦绝不敢正式启衅”。他表示：“为外交
全盘计，更当收回张北为有利也。”[33]101- 102这就说明，
蒋介石当时的计划还仅限于局部抗战，局部收复国

土，还不准备全面和日军开战。为此，他同时表示：如
阎锡山等认为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理由自属

正当，要求陈诚与阎锡山等商决后电告。30日，蒋介
石致电傅作义，告以百灵庙为“倭寇必争之地，亦为
我军打击倭寇最良之地”，要求傅作义亲到当地布置
完妥，尽量增加兵力，严密固守，同时要傅预备充分

增援与策应部队，驻扎武川附近，以备随时出击反攻

白灵庙的匪寇，“期获全胜，以震国威。”对商都方面，
蒋介石同意“暂取守势亦可，不必急追”[42]。
12月 2日，蒋介石决定“对倭缓和，进行交涉”。随即
致电陈布雷，要他设法使南京、上海的各报舆论“改
为缓和。”[31]353、358同日，青岛日本海军登陆，搜索国民
党机关，逮捕人员。蒋介石认为此系日方回光返照之
举，死期已经不远，决定“忍之，以待其自毙”[31]361。同
日晚，张群会见川越大使，提出撤退日本陆战队、释
放违法逮捕之人民，返还日本陆战队强取之各种文

件等 3项要求。川越要求继续中日关系讨论，诵读日
方拟就的此前谈判情形的备忘录，强行留置。张群认
为记载不实，退回日本使馆。3日，蒋介石致电青岛
市长沈鸿烈，指示应对方针：“倭方如无陆军运青，则
对陆战队当易应付，我军须取应战，而不取求战方

针可也。”[31]36712月4日，蒋介石离开洛阳，赶赴西
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剿共。8日，蒋介石在华清
池致电阎锡山和傅作义，告以据情报，“关东军为贯

杨天石：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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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对绥既定方针，决定夺回百灵庙，已募得新兵三万

八千名，运往商都集结。”蒋要二人查明“是否属实，
希严切注意”[43]。这是蒋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关于绥远
作战的最后一通电报。

六、蒋介石对日政策转趋强硬的标志

清理了上述历史过程，人们不难发现：

1、绥远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不仅没有
像张学良所云，仍在“力谋妥协”，而是空前强硬，关
于此，冯玉祥当年曾致函蒋介石表示：

日方挑拨两广，冀造内战，以收渔人之

利。彼自以为得计，乃竟事与愿违，著著失
败，故恼羞成怒，欲泄其愤，藉无谓之小事，

用极大之压力，派兵派舰，复继以七条件，

用示威吓。假使允其一条，即足以失我人
心，亡我国家，并永为世界各国所轻视，则

我之损失也为何如！乃公竟不然，于彼之七

条，严厉拒绝之，而反提出五条，义正词严，

光明正大，为我国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

且足以征抵抗之决心[31]16- 17。
此前的中日外交谈判，常常日方强硬，中方退

让，而这一时期的谈判，日方虽硬强，但中方气势更

盛。国民政府的外交当局反退为进，反守为攻，要求
废除此前签订的丧权条约，收回已经丧失的部分权

利。11月 18日，张群更派人通知川越茂，如日本继
续在暗中帮助匪伪扰乱绥远，中日交涉将无法继续

进行，主动结束了这次谈判[44]。冯玉祥誉之为“我国
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开以后强硬外交之先例”，
符合事实。
张群在谈判中的强硬态度是蒋介石支持、批评
和鼓励的结果。谈判开始后，蒋介石即致函张群，告
以中国方面“最大让步之限度”。9月 17日，又致电
张群，告以“如逾此限度，即具最后牺牲决心，望一本
此意向前进行。”[21]673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雪
耻。东北四省被倭强占已足五年，自今日起已入收复
准备时期。”同日，他对张群在谈判中的表现有极为
严厉的批评，日记云：“岳军以去就争沪、福冈联航
案，见电悲愤。国人毫无定力，稍受威胁乃即闻风披

靡，何以为国！此种人格，何能主持外交？思之痛

心。”[45]几天后，张群向川越茂提出废除上海、塘沽协
定等 5项要求，显然和蒋的批评有关。11月 10日，
蒋介石指示张群：“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
整国交最低之限度，”“故须准备一切，”“须至任何牺
牲，亦所不恤。”[21]680几天后，张群即以伪军侵绥为理
由，通知川越茂停止谈判。

2、傅作义、阎锡山、陈诚等人对绥远抗战有贡
献，但其决策者和总体指挥者，确为蒋介石。1928年
的“济南惨案”，特别是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忍辱负重，长

期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这一时期，蒋经常提醒
自己：“当为最大之忍耐，”“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
所不能忍。”[46]207- 208为此，胡汉民等人曾批评蒋介石
和南京国民政府“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但是，日本
关东军支持其傀儡军侵略绥远，威胁山西和中国华

北、西北广大地区，蒋介石觉得再也不能“忍耐”，于
是一反旧态，决策抵抗，主动出击，争取机先，与此前

的妥协、退让政策区别明显。这是蒋介石与南京国民
政府对日政策转趋强硬的开始，也是其重要标志。这
一情况的出现，固然由于全国人民救亡热情的高涨

和救亡运动的促进，但是，也和两广统一，抗日御侮

有了更好的国内条件密切相关。1936年 9月 30日，
陈诚上书蒋介石说：

以前在两粤抗命之候，中央内多牵肘，

战有必败之虞，退无可守之地，对内多委曲

求全，对外多容忍屈辱，识者亦知咎有分担，

有所见谅，今则值国人庆幸统一之余，当日

本露骨侵略之下，其救亡图存之属望于中

央者，更深且切，而中央亦责无旁贷矣①。
这是陈诚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应是蒋介石的

认识。当中日两国的调整国交谈判濒临破裂之际，蒋
介石紧急动员，作全面抗战的准备，其原因显然在

于：两广统一，安内有成，已经形成了对日抗战的基

本条件。
3、对日全面抗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需要做充

分的准备缜密的规划。早在 1932年 6月，蒋介石就
曾考虑：“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

————————————————
①陈诚《往来函电（三十）》，陈副总统文物，国史馆，008- 010202- 00030- 002；参见《中央对同国防的准与小学教员的责任———在广州市立小学教
员训练班讲词》，1937年 3月 21日，陈副总统文物，008- 010301- 00011- 010。在该次演讲中，陈诚说：“最近又统一两广，到现在国内已臻于数
十年来所未有的统一局面，抗敌的力量无疑是大大的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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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46]459绥远抗战期间，中
国对日全面抗战的准备还远未完成，因此，蒋介石不

能不谨慎行事，适可而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蒋介
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意

志已经充分表露，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已经充

分表露。这种情况，反映出自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以来
国民党人长期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关史实表明，不久
之后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的只是其“剿共”
政策，他的抗日决心和意志却是在那之前就形成了

的。

[责任编辑 乔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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